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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迁、产业互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基于动态结构的视角

叶祥松 殷 红

摘要: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互动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方式与质量。基于结构变迁模型量化全要素

生产率(TFP)的增长来源并厘清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影响机制,我们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与

TFP间的动态因果关系与时变效应。结果显示:1999-2020年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全产业TFP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工业结构技术化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全产业TFP的影响分别呈现逐期递

增与递减;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TFP的驱动作用强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TFP的驱动作用,二

者差值总体呈U型波动趋势,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对工业TFP的抑制效

应尤为显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对工业

TFP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但房地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对信贷资源的挤占会造成金融市场扭曲、不

利于全产业TFP的提高。现阶段我国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应注重产业间结构与产业内部结构的同步优化,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并

逐步向双向驱动转变。
关键词:产业结构 产业互动 生产性服务业 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叠加国际贸

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内部与外部环境均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不确定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在

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立足新发展阶段,为了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淡化单一的数量增长而注重质量效益,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
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作为产量与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衡量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发展效率的核心指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
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提高TFP是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增

长的动力源泉。新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

—44—

* 叶祥松、殷红(通讯 作 者),广 州 大 学 经 济 与 统 计 学 院,邮 政 编 码:510006,电 子 邮 箱:ye_jm501@163.com,

yinhongjlu@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路径及应对战略研究”(21AJY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我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机制路径及对策研究”(22JJD79005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央行‘双边’预期管理的机制设计、行为

优化与最优策略研究”(72203053)。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过赋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为TFP
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高达54.5%,成为促进中国

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朱民等(2020)结合中国40多年经济结构转型和国际经验,预测中国产

业结构转型尤其是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

消费者对高端产业及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迈进,特
别是制造业高端化、经济服务化已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

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将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重点任务,并将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作为重要实现路

径。而“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端延伸”已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任务,推动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以及实现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融

合发展,对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以
及推进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提高TFP是推进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支撑我国

TFP增长的内在动力有何变化?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对各产业TFP的影

响如何? 生产性服务业又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入探析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互动对TFP的动态影响,主要贡献

有三点。第一,从理论层面解释驱动TFP增长的内生动力。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

考虑了产业供给抑制、产业互动发展等多种特征;同时,系统分析了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对TFP
的影响机制。第二,识别产业结构调整与TFP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往采

用的偏移份额分解法、随机前沿模型分解法、宏观增长核算法等方法通过分解经济总体TFP虽然可

以较好测算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对TFP的阶段性影响,但难以刻画产业结构服务化等不同调整方式;
而以往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虽可同时考察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但常参数模型的设定使其容易忽

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对季度TFP进行测度并采用时变参数回归方法探索了不同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对TFP的动态影响。第三,分析我国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特点、问题与路径。以往研究中,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能忽略产业间的内生联立性,采用

联立方程模型难以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复杂联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考察互动所带来的实际经

济效应。本文分别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视角考察产业互动的动态特征,并将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剥离出来,进一步探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路径。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互动的视角,探寻促进TFP提升的具体机制和

路径,对于当前我国在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形势下,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途径。第二,深刻揭示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之间的耦合互动

及演进规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在不同发展阶段对TFP的影响机制和冲击效应,对于我国构建和完

善现代产业体系,疏通影响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厘清不同经济时期产业

结构调整和互动对TFP的影响机制和冲击效应,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产业政策,对于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推动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在全球向中高端攀升,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现代产

业体系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简要评价

随着TFP测度方法和相关数据的日趋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影响逐渐引起关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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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对TFP影响的研究。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和传统的结构

主义理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为经济带来一定的“结构红利”效应,有效提高经济活动中各要

素的使用效率,凭借有限的资源带来更大的产出,从而实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Clark,1946;

Peneder,2003;Adak,2015)。产业结构的主导部门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更替过程也是生

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通过优先发展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可拉动经济增

长(钱纳里等,1986)。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新兴和现代的第三产业正在不断崛起,在结构升级上

仍有很大空间(刘伟、蔡志洲,2018)。庞瑞芝和邓忠奇(2014)认为,中国服务业TFP增长有赶超

工业的趋势,大力消除服务业进入壁垒、解放服务业生产力,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张月

友等(2017,2018)发现,产业结构服务化对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认为发展服务业不仅与经

济增长目标不矛盾,反而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发挥结构效应的重要战略变

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部分学者意识到过度发展服务业可能引致“过早去工业

化”,拉低全社会的生产率并导致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袁富华,2012;陆明涛等,2016;黄

群慧等,2017)。宋建和王静(2018)认为,中国劳动要素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并不利于经济总体

TFP的提升,“成本病”现象明显。蔡昉(2021)指出,仍需稳定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以
促进创新发展、挖掘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促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业转型与社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

性的。
工业结构技术化调整对TFP影响的研究。制造业具有较大的技术进步潜力,不仅可以通过溢

出效应带动服务业等其他部门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出口贸易过程中的学

习效应和选择效应等多种渠道提高经济整体TFP(Balassa,1985;龚关、胡关亮,2013;Marconiet
al,2016)。高技术制造业作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学者们的一

致认可(张钟文等,2017)。朱民等(2020)基于收敛框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指出较高的高技术制

造业收敛速度将成为中国后工业化时期的新增长动能。傅元海等(2016)采用高端技术产业占制造

业的比例度量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发现未伴随高附加值化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无法提升经济增长效

率。江飞涛等(2022)认为,高技术制造业TFP下降将导致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不畅、“过早去工业

化”等问题,因此,应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助推高技术产业发展。从现有研究来看,缺乏直接分

析工业结构技术化或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总体TFP影响的研究。
服务业结构生产化调整对TFP影响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指可以作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中间

投入的服务(格鲁伯、沃克,1989)。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由“内部化”向“外部化”演进的发展规律,进而

实现专业化分工和资源向市场的扩展,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但在工业化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

务对象就是制造业(程大中,2008)。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的探索。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中间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可以通过推动分工深

化、技术进步和改善投资环境、扩大经济规模等方式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价值,推动制造业发展与

经济增长(Riddle,1986;刘志彪,2001;刘重,2006)。近年来学者们从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

效应、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等角度定量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一致认为生产性服

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Gagnonetal,2007;顾乃华等,2006;蔡跃洲、付一夫,

2017)。张建华和程文(2019)指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有效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关于量化分析方法,学者们普遍采用TFP分解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实证

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宏观TFP的关系。基于TFP分解模型的研究大多采用偏移份额分解法、随机

前沿模型分解法和宏观增长核算法,将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通过测算产业间要

素配置对TFP的贡献,检验“结构红利假说”(刘伟、张辉,2008;干春晖、郑若谷,2009;涂正革、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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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2005;姚战琪,2009;胡亚茹、陈丹丹,2019;蔡跃洲、付一夫,2017)。另有部分研究基于面板

模型展开分析(张辉、丁匡达,2013;于斌斌,2015)。其中,余泳泽等(2016)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

未能有效带动TFP提高,认为可能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式粗放或相关数据不足所导致;刘志

彪和凌永辉(2020)指出,产业结构的转换程度与TFP呈“倒U”型关系,当前中国尚位于“倒U”型左

侧,加速产业结构转换利于TFP的提升。
关于产业结构与TFP因果关系的经验识别。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方差分解、格兰杰检验

等不同方法探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二者的互动关系已达成共识(Zulkhibriet
al,2015;李春生、张连城,2015;陈晓玲、张毅,2017)。学者们普遍支持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的结果,产业结构优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质”与“量”的提高。然而,针对产业结构与

TFP间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较为匮乏。鉴于传统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具有主观

性,易忽略变量间同期因果关系,传统方差分解对扰动项施加主观判断的关系结构,导致结果会

因变量次序的不同而不同(Enders,2004;Hoover,2005),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改进因果

关系识别方法。
综上所述,已有关于产业结构对TFP影响的研究尚存以下不足:第一,从动态视角出发考察产

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工业结构与服务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对TFP非线性影响的研究较少。殷红等

(2020)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TFP间的时变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但存在TFP、产业结构调整等关键

指标的测算方法较简单、测算结果精度较低等不足。因此,本文对TFP指标和产业结构调整指标的

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进行改进和优化、扩大样本区间,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业

TFP和服务业TFP的非线性影响。第二,从细分行业层面系统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TFP尤其是工

业TFP影响的研究较为匮乏。张亚军等(2014)、凌永辉等(2018)、唐晓华等(2018)等学者大多采用

投入产出模型、联立方程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工业与服务业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但此

类方法存在忽略产业间的内生联立性,忽略变量间的非线性影响,或无法考察互动带来的实际经济

效应等局限。因此,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回归方法,从时间和行业层面深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

TFP以及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TFP的影响,进而全面考察二者间的互动效应。第三,研究方法的

局限性导致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宏观TFP关系的研究层面较为狭窄,其中采用TFP分解模型虽可

测算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对TFP的阶段性影响,但存在难以构建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指标的弊端;而面

板模型等简单的常参数模型容易忽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无法识别不同经济时期产业结构调整

对TFP的动态影响。
本文从理论机制、因果关系、时变效应三个层面拓展和深化产业结构变迁影响TFP的研究。首

先,从理论层面厘清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1999-2020年各产业TFP指标

的季度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动态影响;最后,在识别产业结构变迁与TFP间动态

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时变参数模型深入探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变迁对TFP的时

变效应,以及工业与服务业间的高层次互动效应,试图探索不同经济时期利于TFP改善的产业间结

构调整及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方式,并期望为加强产业间高层次互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有价

值的建议。

三、理论模型与影响机制

(一)理论模型构建

1.基准框架。假设经济系统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最大化其终身贴现效用函数为:

maxcat,cnt,NtE0∑
∞

t=0β
t aln(ca

t -c)+(1-a)ln(cn
t)-θN1+χ

t

1+χ[ ] (1)

s.t. pa
tca

t +pn
tcn

t = (1-st)(wtNt+rtK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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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
t 为消费水平,pi

t 为价格指数;① c为农产品最低消费量,pa
t 标准化为1;st 为投资率;Wt

为名义收入,由劳动收入wtNt 与投资收入rtKt 组成。可得:

ca
t =a(1-st)Wt+(1-a)c,cn

t =
(1-a)(1-st)

pn
t

Wt+
(1-a)c

pn
t

(3)

厂商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生产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业产品。各部门

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

Yi
t =Ai

t(Ki
t)1-α(Li

t)α (4)

其中,Ki
t 和Li

t 分别为部门生产所使用的资本和雇佣的劳动力,假设农业部门的资本(土地)外
生给定,即Ka

t=Z;Ai
t 为各部门TFP。

各部门代表性厂商选择资本和劳动以最大化其利润函数:

maxKit,L
i
tπ

i
t =Yi

t-(ri
tKi

t+wi
tLi

t)=Ai
t(Ki

t)1-α(Li
t)α-(ri

tKi
t+wi

tLi
t) (5)

各部门利润最大化时资本价格ri
t 与劳动价格wi

t 分别为:

ri
t = (1-α)Ai

t(Ki
t)-α(Li

t)α,wi
t =αAi

t(Ki
t)1-α(Li

t)α-1 (6)

2.产业供给抑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工业部门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
在快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除工业外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服务

业领域的供给抑制现象尤为显著。既有文献基于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对农业与非农业间或工业与服

务业间存在的供给抑制与扶持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Brandt&Zhu,2010;徐朝阳,2014;

Cheremukhinetal,2015;张斌、茅锐,2016;徐朝阳、张斌,2020)。借鉴此类研究,本文引入两种劳

动力市场摩擦,分别刻画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扭曲效应,侧重讨论产业

供给抑制对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设定如下:
第一,与工业、服务业相比,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动通常会受到制度和政策的限制,进而抑制其

劳动力回报。因此,假设农业部门劳动工资wa
t 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工资wn

t 之间存在工资楔子θt,作
为衡量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劳动力再分配障碍的隐含指标,满足wa

t=(1-θt)wn
t,wn

t=(wm
tLm

t

+ws
tLs

t)/(Lm
t+Ls

t)。第二,与服务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数量均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因此,假设工业部门劳动工资wm
t 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工资ws

t 之间存在工资楔子μt,作为衡量

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间劳动力再分配障碍的隐含指标,满足wm
t=(1+μt)ws

t;同时令非农业部门

劳动力总量中工业部门的占比ϕm
t 由政府外生设定。

结合式(3)与各部门劳动工资,计算可得农业部门就业份额:

la
t =

(1-a)(1-θt)
1-θt+a(1-st)θt

c
Aa

tZ1-αLα
t
(la

t)1-α+ a(1-st)
1-θt+a(1-st)θt

(7)

其中,la
t 为农业部门就业份额,la

t=La
t/Lt。由上式可知,驱动农业部门劳动力重新配置至非农业

部门的三个重要来源为:一是改善农业TFP,从而放松农产品最低消费c的限制;二是削弱农产品部

门与非农产品部门间劳动力流动障碍θt;三是增加社会投资率st。
结合各产业部门劳动工资与工资溢价条件,计算可得供给抑制政策下市场出清时工业部门和服

务业部门的人均资本km
t 和ks

t。

3.产业互动发展。本部分通过刻画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间的互动发展机制,来分析生产性服务

业结构调整对服务业TFP和工业TFP的影响。具体的,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工

业生产函数。此时工业部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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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
t =Am

t(Km
t)1-α[(Lm'

t )γS1-γ
t ]α (8)

其中,St 为用劳动投入数量衡量的生产性服务,是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要素;Lm'
t 为互动机制下

的工业劳动投入。参考Ciccone& Hall(1996)、江静等(2007)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S)模型

框架下对生产性服务St 进行设定。St 由j∈[0,n]的中间投入S(j)加总组成,即St=[∫n
0St(j)

σ-1
σ

dj]
σ

σ-1,n为服务类别,σ>1为各类服务之间的替代弹性,意味着各S(j)不完全替代,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和定价能力。

D-S框架下垄断竞争企业利润为零,则St(j)的价格Pt(j)为 σ
σ-1mct,mct 为边际成本。假

设生产St(j)单位的服务需要aSt(j)单位劳动投入和bSt(j)单位资本投入,则mct=ρaws
t+ρbrs

t,

Pt(j)= σ
σ-1

(ρaws
t+ρbrs

t),ρa 与ρb 反映了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引起的服务效率变化。假设生产性服务

具有对称性,St(j)=S't,Pt(j)=P't,则总产出与总价格指数为St=n
σ

σ-1S't,Pt= (nPt'1-σ)
1
1-σ。此时

生产性服务业TFP为:

Aps
t = St

(nρaS't)α(nρbS't)1-α = 1
ρα

aρ1-αb
n

1
σ-1 (9)

由上式可知:第一,∂A
ps
t

∂ρa
<0,∂A

ps
t

∂ρb
<0,说明技术进步等因素可以通过降低ρa 和ρb 来提高生产性

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第二,∂A
ps
t

∂n >0,说明分工专业化可以通过提高规模效率来改善生产性服务业的

生产效率。
生产性服务嵌入工业产业后,工业代表性厂商单位产出所需的最小成本为:

Cm
t =rm

tKm
t +

(γσ)1-γn
1-γ
1-σ

γ[(1-γ)(σ-1)]1-γ
(wm

t)γ(ρaws
t+ρbrs

t)1-γ(Am
t)-

1
α(Km

t)
α-1
α (10)

由上式可知:第一,∂C
m
t

∂n=
1-γ

n(1-σ)C
m
t<0,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发展可以

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有利于工业TFP提高。替代弹性σ越小,各类生产性服务互补性越强,则工业

成本降低幅度越大;生产性服务占比(1-γ)越小,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关联程度越低,则工业

成本降低幅度越小。第二,∂C
m
t

∂ρa
>0,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有利于降低工业生产成本,

同时提高工业TFP。

4.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首先,分解非农业部门TFP。非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yn
t 由人均资本和

TFP两部分组成:yn
t=An

t(kn
t)1-α,其中yn

t=ϕm
tym

t+(1-ϕm
t)ys

t。结合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人均资本km
t

和ks
t,非农业部门TFP可分解为:

An
t =τt[vs

t(As
t)-

1
1-α +vm

t(Am
t)-

1
1-α]α-1 (11)

其中,τt =
1+ϕm

tμt

[1-ϕm
t+ϕm

t(1-μt)
1
1-α]1-α

<1,vs
t =

1-ϕm
t

1-ϕm
t+ϕm

t(1-μt)
1
1-α
< (1-ϕm

t ),vm
t =

ϕm
t(1+μt)

1
1-α

1-ϕm
t+ϕm

t(1-μt)
1
1-α
>ϕm

t。与不存在产业供给扶持与抑制政策情形相比,工资楔子μt 的存在会加

大非农业TFP中工业部门的权重,扭曲两部门间资源配置,使得非农业TFP小于两部门TFP的加

权值。工业部门的工资溢价和就业份额对非农业TFP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分解经济总体TFP。经济总体TFP为At=yt/k1-αt ,人均产出yt 满足:

yt =la
tya

t +(1-la
t)yn

t =la
tAa

t(Z/La
t)1-α+(1-la

t)An
t(kn

t)1-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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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可得总体TFP为:

At = (la
t)αAa

t
z
kt

æ

è
ç

ö

ø
÷

1-α

+(1-la
t)ατt[vs

t(As
t)-

1
1-α +vm

t(Am
t)-

1
1-α]α-1 (13)

因此,经济总体TFP的增长来源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部门TFP的提高;
二是农业部门就业份额的调整,若农业的TFP低于其他产业,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是提

高TFP的重要手段,具体包括改善农业TFP、削弱农业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增加社会投资率三个渠

道;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与规模扩张有利于服务业TFP
与工业TFP的提升;四是产业供给抑制现象的改善,若服务业TFP高于工业TFP,工业部门工资溢

价的降低可优化工业与服务业部门间的要素配置,进而改善非农业部门TFP。
综上所述,改善经济总体TFP依赖农业就业份额降低、要素流动障碍削弱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等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通过资源重置、知识与技术外溢以及专业化分工等不同途径对其进

行改善。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影响机制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通过产业之

间相互协调,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适应性,最终形成适应市场变化并带来最佳效益的产业

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整体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的演化过程。可见,产业结构

调整内容丰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所研究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

化转型、工业结构技术化以及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三个维度,并进一步厘清这三个维度与TFP的内在

理论关联。

1.基于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维度的机制分析。近年来我国农业、工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

重持续上升,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似乎已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和必经之路。同

时,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服务业中数字经济的渗透比例日益

提高,此时推动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对于改善经济整体TFP具有重要作用。产业结构

与生产率关系的探究并非简单比较服务业和工业生产率的高低,服务业和工业也并非是此消彼长的

关系。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转型可通过多种渠道对TFP产

生影响。
(1)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来提高TFP。现阶段中国仍存在通过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改善要素

配置效率的潜力。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非产能不足而是相对过剩,服务业发展与

工业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有利于化解传统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将生产

要素由水泥、钢铁等产能相对落后、低端、过剩的工业部门,转移至相对先进高效的服务业部门,进而

改善要素配置效率。二是数字技术或网络技术从多个环节持续赋能服务业发展,例如可复制的文化

类、信息类服务,与数字技术融合后更容易突破时间空间障碍、信息有限障碍、中小企业入市障碍等

多种障碍(江小涓,2021),数字时代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可全面提升服务效率。
(2)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来提高TFP。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意味着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环节,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有助于制造业生产流程的优化、技术的革新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提高产业技术效率,并实现经

济总体TFP的提升。
(3)通过提升规模效率来提高TFP。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产业分工与协作的深化促使新

部门产生,各部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均会积极提升生产技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

产效率。因此,服务化转型通过细化生产环节的分工来提升专业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规

模报酬递增。而数字技术的渗透能够有效促进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促使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

化。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崛起更是在降低服务活动交易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程

度和规模。因此,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可促进生产环节分工专业化、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进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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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TFP。

2.基于工业结构技术化维度的机制分析。工业结构技术化作为刻画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

标,用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经济持

续增长的决定性变量。高技术制造业具有技术密集性和知识密集性,是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和成果应

用的重要场景,因此,高技术制造业对TFP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本文探讨的工业结构技术化与

TFP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技术制造业与TFP的关系,其对TFP的直接影响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第

一,高技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优势。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应用,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提供数字基础设施的关

键行业,其发展对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第二,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持续增

长推动技术和产品升级。其研发投入规模与产业技术进步往往呈螺旋式发展,产业优化具有自我维

持和相互推动的机制,持续的研发投入可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和高端化发展。第三,高技术制造业通

常具有技术更新升级快、周期短的特性,因而重视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等人力资本的开发

和积累。同时,产业技术的更新升级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降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

水平,进而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要素的依赖程度。
高技术制造业对TFP的间接影响机制。第一,高技术制造业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带动关联产

业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关联扩散性,通过人才流动、贸易投资、合作研发等渠道

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同时通过向关联产业渗透,提高产业间的协调能力

与关联水平,引导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演变。第二,高技术制造业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带动传统产业

发展。高技术制造业通过溢出效应能够加深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促使传统产业逐步向高附加值

和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二者的良性互动有效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利用效率和组织效率,进而

改善TFP。

3.基于服务业结构生产化维度的机制分析。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作为刻画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指标,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认为,服务业

生产率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拉低经济生产率。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服务业逐步形成新的

产业特点,部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克服规模经济小和技术含量低等缺陷。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张建华、程文,2019),推动服务业结构生产化是改善TFP
的重要手段。

生产性服务业通常从两个渠道嵌入制造业价值链。第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结构性嵌入制

造业支持性活动,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刘明宇等,2010)。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依靠自身专业化技能,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管理咨

询等服务,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同时,企业合作进一步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加快知识创新速

度,高层次人才在企业间的流动更是带动了跨行业信息、知识与技术的溢出。第二,传统生产性服务

业通过关系性嵌入制造业基本活动,改善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规模效应。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

嵌入,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持续、高效且低成本地获取那些通过市场交换无法获取却至关重要的知

识信息,从而保证制造业企业内外部价值链的有机融合,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协调性。如交通

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缩短生产和市场的距

离,同时增强制造业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能够

使制造业企业更好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提高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强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另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高效融合。数字技术细分领域的发

展,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流动性和穿透性,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信任成本与匹配成本。企业通过移动

终端、社交平台、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实现了与客户的精准互动,而客户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也能推动企业生产的协同化、柔性化,进而使其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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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量选取与时变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1.产业结构调整变量。产业结构服务化(ISS)。通过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测算公式

为:ISS=y1×1+y2×2+y3×3(1≤ISS≤3),y1、y2、y3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
比重。ISS仅代表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化的转型程度,其值越接近3,说明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工业结构技术化(ISH)。统计部门2013年公布的高技术制造业分为6大

类,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剔除了第六大类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剩余5大类分别为医药制造

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以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作为工业结构技术化指标。服务业结构生产

化(SSP)。参照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对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归类,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零

售贸易业7个行业,其他行业归类为生活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服务

业结构生产化指标。以各子行业占生产性服务业产值比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调整指标。

2.全要素生产率变量。本文基于增长核算框架对宏观 TFP增长率进行测算。现有研究中

TFP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法(SFA)和增长核算法等三大类,DEA方法

和SFA方法适用于省际面板或行业面板数据,而由索洛增长模型衍生出的增长核算法更加适用于

时间序列数据,并具有理论基础扎实、数据可得性强等优势。目前,增长核算法是主要国际组织和有

关国家政府统计部门普遍采用的方法,同时也是学者们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宏观TFP进行测算的

主流方法。根据迪维西亚指数定义:Ȧ
A=

Ẏ
Y-

Ẋ
X=∑iωY,i

Ẏi

Yi
-∑jωX,j

Ẋj

Xj
。其中,Y 代表总产出,X 代

表总投入;Ȧ
A
、Ẏ
Y
、Ẋ
X

分别代表TFP增长率、总产出增长率、总投入增长率;ωY,i、ωX,j分别代表总产出

中各类产出所占份额和总投入中各类要素投入所占份额,满足∑ωY,i=∑ωX,j=1。仅考虑资本和劳

动两种要素:Ȧ
A=

Ẏ
Y-

(1-β)
K̇
K-β

L̇
L
;Ȧi

Ai
=Ẏi

Yi
-(1-βi)

K̇i

Ki
-βi

L̇i

Li
。其中,β和βi 分别代表全产业和

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份额;Ȧi

Ai
代表三次产业TFP增长率,i=1、2、3;ȦA

代表全产业TFP增长率。

结合现有研究,我们改进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要素份额等核心指标的测算方法以保障TFP测

度精度。一是劳动投入的测算,劳动投入有直接使用就业人员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的简单方法,也
有根据劳动时间、教育年限、收入等进行调整的复杂算法,本文借鉴胡亚茹和陈丹丹(2019)的研究,
采用劳动供给时间来代理劳动投入。二是资本投入的测算,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

入的代理变量,永续盘存法是资本存量测算最常用的方法,考虑到生产能力变化、役龄及退役模式方

面的差异,本文借鉴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的做法,将存量资本细分为“建筑物”“机器设备”“其他”
三大类,并按照以下步骤展开:(1)选取各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序列;(2)构造合适的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将“固定资本形成”数据转换为不变价;(3)计算各产业资产折旧率;(4)估算初始资本存量;
(5)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类资本每年的资本存量。三是要素份额的测算,本文将要素份额定义为

劳动产出弹性,或劳动投入在总投入中所占的份额,根据历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各行业劳动者报酬

占增加值的比重进行测算。①

3.提取共同因子所需变量。采用要素增广(factoraugmenting)对于宏观数据质量不佳、有效信

息不足的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Fernaldetal,2014)。本文从宏观经济信息集中提取共同因子,将
其纳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尽量减少重要信息的缺失。借鉴王少平等(2012)研究,宏观经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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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集由包含实际产出类、实际消费和零售类等9方面的104个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组成。
本文样本范围为1999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四季度,对非季度数据(如银行间7天加权平均拆借

率、汇率)通过执行天数的加权平均换算成季度数据。对所有季度数据进行季度调整,非平稳序列进行

水平或对数差分处理。TFP、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均采用相对指标定义,无需进行价格指数平减。除了部

分官方未公布的基础数据(如季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其他基础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二)时变模型构建

本文SV-TVP-FAVAR模型框架主要来自Korobilis(2013)的文献,将从大量宏观经济变量

中提取的不可观测共同因子纳入经典VAR模型,并对模型的系数矩阵和扰动项协方差矩阵采取随

机游走形式,进而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首先构建一个经典的

VAR模型:

yt =b1yt-1+…+bpyt-p +vt (14)

其中,y't=[TFPt,Ft],TFPt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Ft 代表1×l维产业结构调整向量。yt 滞后项

系数bj 是(l+1)×(l+1)维矩阵,j=1,…,p;vt~N(0,Ω),Ω 是(l+1)×(l+1)维协方差矩阵。随

后将n维的经济系统其他重要信息变量降解为k 维的不可观测共同因子ft,k≪n,并将其引入经典

VAR模型中。令模型的系数矩阵和扰动项协方差矩阵随时间变化,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

模型的简式如下:

yt =b1tyt-1+……+bptyt-p +vt (15)

其中,y't=[TFPt,Ft,f't],ft 是k×1维不可观测共同因子向量;bjt是(m×m)维系数矩阵,j=
1,…,p;t=1,…,T;m=k+l+1;vt~N(0,Ωt)。

本文采取两步估计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首先,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共同因子进行提取;
其次,对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参数和其他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①

五、产业结构调整与TFP的因果关系及时变效应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TFP的动态因果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有向无环图(directedacyclicgraphs,DAG)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系统分析产业

结构服务化(ISS)、工业结构技术化(ISH)、服务业结构生产化(SSP)、全产业TFP、工业TFP(ITFP)
和服务业TFP(STFP)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考虑到小样本情形下采用较高的显著水平更利于改善

DAG分析结果,本文选择20%显著性水平,此时产业结构调整与TFP间的同期因果关系为SSP→
ISS和STFP→ISS,即存在由服务业结构生产化调整和服务业TFP到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的同期

因果关系,其他指标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同时发现,在5%、10%以及15%的水平上各DAG
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本文识别的同期因果关系较为稳健。

下面采用基于DAG分析的SVAR模型进行递归预测方差分解②,探究产业结构调整与TFP在

不同时间点的时变因果关系。设定固定窗口为24,从1999年第一季度开始滚动估计,即首先对

1999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的样本期进行第一次分解,再对1999年第二季度至2005年第

一季度的样本期进行第二次分解,以此类推,直至对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样本期

进行分解,并依次将第10预测期的结果列于图1。
各TFP和各产业结构调整方式的方差分解均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将产业结构服务化、工

业结构技术化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3个冲击的影响程度加总,可得产业结构调整总冲击对全产业

TFP、工业TFP和服务业TFP的影响(见图1 a)。第一阶段:2007年之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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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示完整的模型构建和参数估计过程,详情备索。
在DAG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可以对VAR的残差项进行结构性分解(识别S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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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a 各TFP的时变预测误差分解   图1 b 各产业结构调整方式的时变预测误差分解

程的持续推进,使得各类生产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对

TFP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第二阶段:2008-2014年,中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内部经济发展进入新

阶段,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对全产业TFP的影响持续在低位徘徊;国际

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的系列调控措施促使各类要素资源向工业制造业快速集聚,此时产业结构调

整对工业TFP的解释度大幅提升。第三阶段:2014年之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持续深

化,产业结构调整对各产业TFP的解释度呈回升态势,2018年达到峰值94%。而TFP对产业结构

服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在不同时期的影响见图1 b。
对比TFP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差分解的走势可知,TFP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

果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服务业结构生产化等产业结构优化方

式,使得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低生产效率部门流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进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
动TFP提高;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与TFP的提升,加速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并引起居民消费需求结构

的变化。市场对高端工业品和服务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
业结构调整和TFP提高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体现为一种动态变

化:1999-2006年产业结构调整对TFP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007-2010年TFP对产业结构调整具

有较强的解释力。以此类推,二者间的影响总体呈交替变化趋势。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基
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大幅降低了产业结构服

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TFP的影响程度。这也意味着在我国当前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纾解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而改善经济总体TFP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TFP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从104个经济变量中提取3个涵盖主要宏观经济信息的共同因子,这3个共同因子对宏观

经济信息的贡献率高达79.86%,基本涵盖主要宏观经济信息。共同因子的载荷矩阵经过旋转后,第
1个因子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M1、M2等变量的系数较大,分别为0.988、

0.988、0.992、0.985,说明第1个因子包含了经济活动中的产出、消费和货币的信息。第2、第3个因

子对应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等变量的系数较大,分别为0.965、0.851,说
明第2、第3个因子包含了经济活动中价格指数的信息。提取后的因子走势具有周期性变化特征,利
用SV-TVP-FAVAR模型的时变优势,探究不同经济时期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对各TFP的动

态影响。
图2展示了TFP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冲

击的连续性脉冲响应。从三维脉冲响应的时间维度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冲击对全产业TFP产生了

动态影响,产业结构服务化冲击在各时期均对全产业TFP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工业结构

技术化冲击对全产业TFP的影响呈现由负转正且单调递增的趋势,2008年之前负向溢出效应逐渐

削弱,2008年之后正向溢出效应逐渐增强;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冲击对全产业TFP的影响呈现由正转

负且单调递减的趋势,2008年之前正向溢出效应逐渐削弱,2008年之后负向溢出效应逐渐增强。从

响应维度来看,各产业结构调整冲击对全产业TFP的影响均以中短期影响效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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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技术化与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全产业TFP的冲击效应

2008年之前,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促进全产业TFP、工业结构技术化抑制全产业TFP。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

与建设完成后形成各种基础设施主要应用于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刘伟、蔡志洲,2015)。因此,服
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全产业TFP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与此同时,中国加入 WTO后,“世界制造业

基地”的建设、工业品出口和外资的快速扩张、房地产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

刺激,使得包括传统工业、基础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空前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迅

猛崛起,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此时期制造业要素投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需求刺激

下企业成本管理动力不足、技术提升幅度有限。因此,工业结构技术化无法有效提升全产业TFP。

2008年之后,服务业结构生产化抑制全产业TFP、工业结构技术化则促进全产业TFP。实际上,早
在20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部门已存在供需失调、产能过剩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暴发更是阻碍工业发展进入深化调整阶段,各类强刺激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产能

过剩,此时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逐渐削弱。同时,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众多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工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调整对经济增长以及TFP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因

此,工业结构技术化对全产业TFP的促进作用逐年加强。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演进,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一目标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配套不足仍是我国当前

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之一,生产性服务业单纯依靠“量”的规模扩张已无法驱动全产业TFP的提高。
学界普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服务业结构生产化

对工业TFP的冲击,以及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的冲击,探索了二者互动效应,结果见图3。选取

2005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2015年第一季度作为代表性观察点,以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

萧条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考察工业结构技术化调整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调整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对不

同产业TFP的短期(2个季度)、中期(4个季度)和长期(8个季度)的影响。从三维脉冲响应的时间维度来

看,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工业TFP产生负向冲击为主的冲击效应,但该负向效应逐年削弱,近年来转变为

微弱的正向效应;工业结构技术化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萧条时期对服务业TFP产生负向冲击效应,近
年来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从响应维度来看,服务业结构生产化一单

位冲击下,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萧条时期在中期达到响应的极小值-3.39%和-3.17%,新常态时期在长

期达到响应的极大值5.1%;工业结构技术化一单位冲击下,各经济时期均在短期达到响应的极值

-4.96%、-2.43%和4.93%。综合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萧条时期,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工业

TFP以及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均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新常态时期二者均产生促进效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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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同时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冲击对工业TFP的影响以

中长期影响效应为主,工业结构技术化冲击对服务业TFP的影响以短期影响效应为主。

图3 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和工业结构技术化对TFP的冲击效应对比

结果显示,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的促进效应要强于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工业TFP的

促进效应,意味着目前我国产业互动主要表现为工业反向驱动服务业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

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中间投入品,其对工业的渗透程度较低。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工业与服务

业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工业结构升级产生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增加与

服务质量的提升;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提高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科技含量与附加值、降低制造业

产业链中相关成本、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

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并不均衡,工业结构升级带动服务业发展的这种“反向驱动”的互动格局,
符合第二产业先于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现实,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多数发达国家在其工

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这一历程(沈华夏、殷凤,2019)。

六、关于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一)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趋势分析

2000-2020年,我国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工业TFP及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冲击效应

的变化趋势见图4。从时间层面来看,不同经济时期的工业与服务业互动程度有所差异,二者总体呈

先缩小再扩大的U型变化趋势。①

图4 2000-2020年工业与服务业互动趋势变化

首先是2000-2011年,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向驱动水平较低,工业对服务业的反向驱动程度逐年

削弱,二者差距不断缩小,由2001年的4.13%下降至2011年的0.17%。2001年我国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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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通过考察工业结构技术化对服务业TFP的冲击以及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工业TFP的冲击,来探讨工业

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因此,后文分析围绕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互动中的作用展开,同时重点分析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



后,制造业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委托加工和贴牌生产,以国际代工方式嵌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规模;同时,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凭借其技术、资金等优势,削弱本土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外,2008年以来,我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快速回

升,进一步推进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化的转型。因此,此阶段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均未形成

有利于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产业互动效应。
随后是2012-2020年,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向驱动程度整体有所改善,但仍不显著,工业对服务

业的反向驱动程度大幅提高,二者差距不断扩大,由2011年的0.17%上升至2020年的4.71%。此

阶段为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需求结构逐渐由“外需为主”向“外需为辅”转变,以往粗放发展模式已

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居民收入持续增加、需求趋于多样化,推动制造业通过寻求

差异化发展路径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同时,2011年以来我

国创新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和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扩大了高技术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
加快了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步伐,对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高技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拉动效应日益显现。另外,生产性服务业未能有效带动工业

TFP,可能与我国先进制造业起步较晚有关,以致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各种先进要素无法被充分吸收和利

用,制造业未能与所有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催生出较为成熟的双向互动关系(凌永辉等,2018)。
(二)工业与服务业“反向驱动”细分行业的考察

本文选取2005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2015年第一季度作为代表性观察期,以反映我国

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萧条和经济新常态时期,探究不同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调整对工业

TFP的影响(见表1)。① 从行业层面来看,不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对工业TFP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

差异。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交通运输业对工业TFP产生短期的促进效应和中长期的抑制效应;
金融业对工业TFP产生短期抑制效应;房地产业对工业TFP产生中期促进效应;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均产生促进效应。

表1 工业TFP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冲击的平均脉冲响应值

产业结构
调整指标

短期效应 中期效应 长期效应

2005Q4 2008Q3 2015Q1 2005Q4 2008Q3 2015Q1 2005Q4 2008Q3 2015Q1

WHOL 0.0255 0.0131 0.0551 -0.0912* -0.1120* -0.1511* -0.0007 -0.0018 0.0003

TRAN 0.0184 0.0239 0.0237 -0.0380* -0.0390* -0.1252* 0.0060 0.0154 -0.0082

FIN -0.1012* -0.0979* -0.1122* -0.0086 -0.0202 -0.0468 -0.0190 -0.0202 -0.0212

EST 0.0183 0.0208 0.0380 0.0934* 0.1077* 0.1192* 0.0161 0.0191 0.0248

MES -0.0061 0.0077 0.0146 0.0583* 0.0389* 0.0385* 0.0356 0.0154 0.0257

RENT 0.0195* 0.0351* 0.0001 0.0052 -0.0069 -0.0098 0.0004 -0.0153 0.0117*

TEC 0.0058 0.0139 0.0351 0.0222* 0.0190 0.0861* -0.0127 -0.0293* 0.0174

  注:表中WHOL、TRAN、FIN、EST、MES、RENT、TEC分别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和

仓储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7个子行业调整指

标;表中“*”表示不同经济时期的短期(2个季度)、中期(4个季度)和长期(8个季度)平均脉冲响应的极值。

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比最大的5个行业为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

输和仓储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占比的提高在中长期对工业

TFP产生较强的抑制效应,这可能与其对制造业的依赖性较高以及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处于低端的

现状有关,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这两类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量较大,而要

素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不利于工业结构在长期内向高端攀升。同时,此类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长

期高投入势必会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进而抑制工业TFP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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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对工业TFP产生如此显著的抑制效应似乎并不合理。工业部门技术创新可分为研发投

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三阶段,各阶段均离不开金融驱动。现阶段我国金融业对工业的支持力

度仍远远不够,金融业结构性失衡,金融供给无法与实体经济多类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相

匹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凸显;高利润性的房地产业吸收过多金融资金,高房价“挤出”居民消费,
更加具有创新倾向的高端制造业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同时,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逐底

竞争”和策略性互动进一步加剧金融资源的错配(韩峰、阳立高,2020)。图5左图给出了金融业对全

产业TFP、工业TFP和服务业TFP的短期(提前半年)影响效应,对比可知,金融业对服务业TFP
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同时近年来金融业对全产业TFP和服务业TFP的中期效应逐渐超越短期效

应,意味着金融资源逐渐流向更利于产业结构尤其是服务业结构在中长期内向高端攀升的产业。

图5 提前半年、一年条件下各产业TFP对金融业(FIN)与房地产业(EST)冲击的响应

注:提前半年为短期,提前1年为中期。

房地产业对工业TFP产生尤为显著的中期促进效应,意味着现阶段房地产业仍是带动关联工

业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房地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行业多的特点,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行业的

生产活动是房地产经济活动的延伸。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生产与建筑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消耗大量

建筑材料,带动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大量相关制造业行业发展;而房地产消费则会促进家

具、家电、家纺等制造业行业等的生产。图5右图给出了房地产业对全产业TFP、工业TFP和服务

业TFP的中期(提前1年)影响效应,由图可知,房地产业对服务业TFP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对全

产业TFP的促进效应近年来也大幅下滑,逐渐转换为抑制效应,这一结果与房地产业及其关联产业

对信贷资源的挤占造成金融市场扭曲相关,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换,因此,房地产业对服务业TFP和全产业TFP的抑制作用显著。
(三)现阶段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思考

长期来看,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具有阶段性特点。工业化前期,制造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生
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制造业产业链提供基础物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此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依托

于制造业。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向制造业产业链

的核心环节拓展,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金融、租赁等资本服务,此时二者相互促进、
彼此依赖。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全面嵌入制造业各

环节,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为制造业提供信息服务、知识技

术服务。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而逐渐削弱。
现阶段,我国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

长,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然而工业与服务业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互动效应不强,生产性服务

业对工业TFP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TFP的推动作用;提供物流服务的批

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以及提供资本服务的金融业等,本应在工业化中后期发挥重要作用,但
这些行业均未与先进制造业催生更深层次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为避免“产业空心化”“不成熟

的去工业化”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疏通影响产业互动发展的堵点、阻点,不断提升工业和服务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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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动深度和广度。
此外,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可看作是提升服务业TFP的原动力,而生产性服务业的供

给是提升制造业TFP的基础和保证,现阶段二者互动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早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明确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其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我国起步

较晚,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才有所涉及。因此,对我国来说,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尚未发展成熟的同时,又存在过早、过快、过度的“去工业化”倾向,进一步削弱生产性服务业

的市场需求空间,甚至导致本土生产性服务业被国外相关行业企业替代,阻碍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的高效互动和可持续发展(黄群慧、杨虎涛,2022)。严重的全球服务贸易壁垒,削弱了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细化和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国际市场对本土生产性服

务业质量和水平的拉动效应。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仍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端中间品及服务

长期依赖外国进口,部分传统制造业服务内置化突出,导致现代服务业分离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
虽然我国服务业比重提升迅速,但仍存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支撑能力不足,融合发展范围不够

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等问题,难以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尤其是在开放经济下,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无法像苹果公司等“无工厂制造商”(factorylessmanufac-
turer)通过自身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设计等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价值链,形成规模效应和分工效

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限制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程度和效益。
完善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发挥数字技术的“黏合剂”作

用。数字技术在工业与服务业的渗透及广泛应用,使其成为关键性和通用性的技术手段,随着“两
业”技术与工艺不断趋于同质性、替代性或关联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同时,数字技术的创新催生了

数字化产品与服务,市场需求也随之由传统的物质需求转化为数字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从而推动

“两业”的分工合作和互动融合。二是加速制造业企业内部生产性服务的外包。这就要求以产业转

型升级需求为导向,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促进我国产业逐步由生

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夏杰长,2017),由此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分离

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同时为初始企业和市场上其他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形成强大的

“虹吸效应”;同时,将原有内置服务外包的制造业可以更加专注自身核心业务的提升。三是鼓励服

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模式创新。顺应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充分发挥企业融合、集群融

合和区域融合的主体作用,推动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发展;以更包容态度支持“两业”融合模式的

创新发展,相关部门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通过完善的监管体制机制有

效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培养跨行业复

合型尖端人才。“两业”融合发展意味着产业链的延伸、产业范围的扩展、产业分工的细化,从而带来

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对跨行业复合型人才产生巨大需求。因此,应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

才引进和激励机制等举措,尽快突破阻碍“两业”融合的人才“瓶颈”。

七、结论与建议

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互动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方式与质量。当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正

处于高速融合的阶段,但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依托“两业”
融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系统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TFP的影响机制、
因果关系和时变效应,探究现阶段我国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路径。研究发现:第一,1999-2020
年产业结构调整与TFP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呈动态变化。
第二,考察期内,产业结构服务化可有效提高全产业TFP,但工业和服务业内部优化对全产业TFP
的影响具有时变性。其中,服务业结构生产化的影响逐期递减,而工业结构技术化的影响逐期递增。
第三,考察期内,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TFP的驱动作用明显强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TFP的驱

动作用,二者差距演化轨迹总体呈U型趋势;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对工业TFP的溢出效应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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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其他行业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
本文就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同步推进产业间结构与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应避免走发达国家因出现产业空心化而实施再工业化的弯路。依据不同产业、行业间内在关系及规

律,结合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适时适度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良性互动,推
动各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动态平衡。在避免“过早去工业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
消除服务业供给抑制现象,充分释放服务业供给潜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发展、相互支撑。
第二,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高效互动,实现由“反向驱动”向“双向驱动”的转变。鉴于高技

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反向驱动”效应更强的现状,应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加大技术创新

投入,突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瓶颈与短板,为制造业提供更多高效且专业化的服务支持,在实现服

务业与制造业“双向驱动”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加快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数字

化必将成为实现中国各产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在供应链服务、服务资源集中调度、灵
活配置等方面均具有很大创新空间,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赋能传统产业,转变粗放型

发展模式,推动以商贸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其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发展,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打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
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和重要产业,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满足数字经济时

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吴秋余,2021)。再次,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在财政资金扶持和加强政企合作中的积极作

用,同时健全科技融资或研发风险担保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高端服务业与先

进制造业的创新性互动与高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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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IndustrialInteraction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Growth
—FromthePerspectiveofDynamicStructure

YEXiangsong YINHong
(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Abstract:Thechangeandinterac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determinethemodeandqualityofeconomicgrowth.
Basedonthestructuralchangemodel,thegrowthsourcesof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arequantifiedandthe
mechanismoftheeffectof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onTFPisclarified.Thedynamiccausalrelationshipand
time-varyingeffectbetween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andTFPare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ser-
vitizationoftheindustrialstructure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wholeindustryTFPfrom1999to2020,

buttheimpactofthetechnic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productizationofservicestructureonthewholein-
dustryTFPincreasesanddecreases,respectively.Thedrivingeffectofhigh-techmanufacturingonTFPofservicein-
dustryisstrongerthanthatofproducerservicesonindustrialTFP,andthedifferencebetweenthemshowsaU-shaped
fluctuationtrend,inwhichthewholesaleandretailtrade,transportationandfinancialindustryhaveaparticularlysig-
nificantinhibitingeffectonindustrialTFP.Softwareand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industry,leasingandbusiness
serviceindustry,scientificresearchandtechnologyserviceindustryandrealestateindustryhaveasignificantpromo-
tingeffectonindustrialTFP,butthecrowdingoutofcreditresourcesbyrealestateindustryanditsrelatedindustries
causesthedistortionoffinancialmarket,whichisnotconducivetotheimprovementofthewholeindustryTFP.At
thepresentstage,theinteractivedevelopmentofChineseindustryandserviceindustrylagsbehindtheprocessofin-
dustrialdevelopment.Inordertopromote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weshouldpaycloseattentiontothe
synchronousoptimizationofinter-industrystructureandinternalindustrystructure,promotethedeepintegrationof
serviceindustryandmanufacturingindustryandgraduallychangeto“two-waydriving”.

Keywords:IndustrialStructure;IndustrialInteraction;ProducerServices;TotalFact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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